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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主政體下政黨領袖與民意之互動可以造成難以預想的結果，尤其在轉型期

或新生的民主社會中，政黨及其領袖有相對於成熟民主社會而言更為開闊的伸展

空間，而由於民眾的民主質素未達成熟階段，更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與政黨領

袖的「摩西式」的引領，從而使其互動結果，往往令政治學者也不得不感到驚訝。

台灣本次大選中政黨及其領袖的策略，政黨領袖與民意之互動結果，不僅使大小

兩岸三邊的政治神經受到高度觸動，也使政治學者難以用審視成熟民主社會常用

的思維去審視台灣的大選。本次大選所造成的複雜局面，其根源在台灣新生民

主的社會特性，以及深諳這種民主土壤的陳水扁的選戰策略與行動。陳的行為

不只影響台灣選舉，其溢出效應已波及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勢。

陳水扁雖然在其政治生涯中始終維持較強勁的衝擊意識與態勢，但也一直

保持É適度妥協的策略空間。每當民進黨內出現重大政策分歧時，他多次出面

調和，從而達致妥協。1988年民進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針對姚嘉文將「台

獨」納入黨章的提案，陳水扁適時介入，提出「如果中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

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在台灣不實行真正的民主

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獨立」的修正案，幾個「如果」作為條件的加入，使修正案

在全代會上無異議通過，成為「四．一七」決議文。1991年11月，在民進黨五全

大會上，針對要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納入黨綱的提案，陳水扁

提出修正案：「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

法之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1交由民眾選擇決

定是一項明智的妥協。陳水扁上台時宣示「四不一沒有」（不宣布台獨、不更改國

號、兩國論不入憲、不推動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問題），

申明推行「新中間路線」，在拒絕「一中」的同時，又提出「統合論」。無論在「三

通」、開放「戒急用忍」，直到邀請江澤民「喝茶」等問題上，仍可見其走中間路線

的嘗試。因此，在選戰激烈階段，陳水扁突然大幅度地轉移，拋棄「新中間

路線」，直到一再顯示挑戰中國大陸紅線的行為，其背後原因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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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選所造成的複

雜局面，其根源在台

灣新生民主的社會特

性，以及陳水扁的選

戰策略與行動。陳的

行為不只影響台灣選

舉，其溢出效應已波

及兩岸關係的未來走

勢。陳水扁在其政治

生涯一直保持a適度

妥協的策略空間。因

此，在選戰激烈階

段，陳突然大幅度地

轉移，一再挑戰中國

大陸的紅線，其背後

原因值得深究。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4年2月號　總第八十一期



16 二十一世紀評論

二

台灣政黨權力結構是促使陳水扁轉變策略的基本因素。陳借助於國民黨的

分裂取勝，但泛藍陣營的重新整合使台灣政黨的權力結構明顯不利於陳水扁的連

任，如果不打破這種結構，陳水扁將處於宿命般的絕望境地。2003年2月14日，

連戰在情人節迎「親」後，民調顯示對泛藍的支持率大大超過對陳的支持。在傾

向維持現狀的中間選民居多的情況下，若採取循序漸進的溫和選戰策略，在民

進黨執政乏力、示威不斷、民怨載道的情況下，等於將政權拱手讓與泛藍，唯

一辦法是打破這種政黨權力結構對選舉的制約。而打破這種制約的最有效辦

法，是在統獨問題上製造衝擊。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認為2：

每個政黨都有相當部分的選民認同於其他黨的價值標準，這一事實迫使每

個黨的領導人當其執政時向另一黨作出讓步，而其在野時，則向其支持者

提出希望得到急需的支持。

向泛藍選民讓步只會有利於泛藍勢力而無力改變權力結構的制約，因此，必須

採用後面的方法，雖然沒有在野，但在被取代的風險壓力下，陳不僅需要激起

其基本支持者的支持，還要爭取中間選民和泛藍中部分選民的支持，這其中能

夠支持陳的，就在於凸顯台灣的主體性，喚醒「台灣意識」。陳拋出「一邊一國」、

「公投」等議題，喚起了泛藍陣營和中間選民中具有相同理念的人，雖然他們在

其他問題上或者政黨屬性上仍屬泛藍或泛藍支持者，但隨É這種選題的熾熱

化，顯示出這類議題的價值上揚和將經濟等議題的價值貶值，「形而上」對「形而

下」，「高級政治」抑制「低級政治」。這有可能使這類選民倒向陳或認同陳。

台灣作為新生的民主政體，具有兩個基礎性特點，其一是，由於弱勢政權

面臨巨大的民意壓力，因而不得不順應民粹，並且通過煽動「民族主義」，不僅

轉移對執政的不滿，而且凝聚更多的支持力量，增添弱勢政權的合法性資源。

曼斯菲爾德（Edward D. Mansfield）和斯奈德（Jack Snyder）認為，新生的民主國

家被認為頗有可能捲入對外衝突之中。這是新的精英階層地位脆弱的結果，他

們被迫順應民族主義的訴求以鞏固其薄弱的地位3。國際政治中對「民主和平論」

持批評意見的學者認為，快速的民主化可能會導致弱勢政權，他們不能實行有

效的控制和建立政治秩序。事實上，穩定的威權政權比處於民主轉型中的政權

更少傾向於誘發衝突及使衝突升級為戰爭。同樣，新生的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

人可能更依賴於大眾的支持。由於缺乏制度和公民社會傳統，這些領導人往往

屈服於民粹的壓力，而只強調短期的政治支持。因此，民主化常伴隨É民族主義

的興起。據觀察，東歐民主化轉型中已出現了「仇恨自由」的現象。在這種狀態

下，戰爭常常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民粹主義政客可能利用外部的侵略作為強化

政治支持的辦法4。由於台灣與大陸的綜合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上的巨大落差，

台灣政客不可能挑動戰爭，但是他們完全可以採取原理相同的政策。陳水扁對大

陸的挑釁和作出「踩紅線」的姿態，就顯示自身試圖借助於與外部的衝突，特別是

大陸的「侵略」態勢以激起民粹的政治支持。陳水扁是弱勢總統，儘管民進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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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大選中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但國親組合而成的泛藍力量仍佔據多數席

位，而在整個台灣社會的結構中，泛藍的基本盤又超過民進黨。弱勢政黨和弱勢

總統，採取了新生民主政體中政客常用的辦法，即使沒有大陸的「威脅」，在這樣

一種弱勢下，陳水扁也要試圖製造外部危機以凝聚民粹和獲取更多合法性資源。

從整個大選過程看，北京一直保持觀望、善意和寬容的姿態，力圖避免上次那樣

成為「助選員」，但陳的行為顯示他在弱勢狀態下必須採取製造外部危機的策略和

辦法。

其二是新生民主社會中，民眾民主素養之不足及民意的簡單化傾向。無庸

諱言，台灣民眾的民主素養和公民意識尚待提高。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其

民意的成熟性和理性仍有諸多不足，尤其是南部民眾由於經濟、教育上的差距

而更明顯。這種不成熟的民意特點使台灣民眾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而政客

也利用這種特點，用簡單化的口號贏取他們的支持。這不僅體現在對大陸的「妖

魔化」，對統一與大陸要瓜分台灣財產的錯誤連帶等荒謬宣傳上，而且體現在一

些迷信行為上，突出表現在陳水扁報名參選日，民進黨一些人宣稱「天生異

象」。民進黨對民眾了解甚深，以「天生異象」為陳造勢，顯示台灣民眾心理上的

不足。更為突出的是，台灣政客如陳水扁可能不斷地搖擺，提出前後矛盾的選

舉口號，卻依然能獲得不少支持。陳一會兒宣稱「四不一沒有」，但選舉期間又

稱「四不一沒有」早已不存在；關於「公投」的內容與形式也是一變再變。如此等

等，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幾乎難以得到選民的同情、理解與支持。朝令夕改、

責任推委及善變是一大忌，將失去可信度。在那樣的民主社會中，如果採用陳

的策略，可能失去民眾的信任。台灣民主的這一特點，卻為陳製造和變換議

題，也為他引領民眾接受簡單化的觀點，創造了民意的氛圍和基礎。

從上述台灣社會特性中引申出另一個特點，即民粹表像下的精英主導性。

台灣社會和政治精英一方面受到台灣主流民意的壓力，包括前述作為弱勢總統

的陳水扁在民意壓力下的一些策略與行為。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台灣民眾的民

主成熟度仍處於發展階段，並且容易接受簡單化的觀點，因而台灣精英人物在

引領台灣民意上具有主導性。在精英與民意的互動中，精英雖反映主流民意，

但也在不斷地建構和引領民意。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選民的理性比較成熟，

政治精英試圖引領民意的努力會受到諸多抑制，引領和重新建構民意的空間不

多，除非發生「珍珠港事件」或「九一一」恐怖襲擊這樣的重大事變。但在台灣，

大陸官員在某一場合的即興講話和行為，就可以被台灣精英用於建構和宣揚其

「台獨」理念。在中國大陸經濟社會不斷進步的時代，台灣民眾對大陸仍有如此

強烈的排斥意識且漸行漸遠，除了長期隔絕等因素外，政治精英引領民意的成

功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主流精英在與民意互動中所具有的主導性優勢，

也是促使陳水扁採用激進選舉行為與策略的一大因素。多伊奇（Karl Deutsch）

認為輿論形成過程是呈瀑布模式，輿論以多階級梯方式向下流淌，就像瀑布被

一系列水潭切斷一樣。多伊奇認為，最上面的水潭由經濟和社會精英組成，接

下來是政治和統治精英的水潭、大眾傳播媒介的水潭、輿論領袖的水潭，最後

是人民大眾的水潭5。輿論形成過程在每一層次上都有被打斷和改造的可能空

由於台灣民眾的民主

成熟度仍處於發展中

階段，並且容易接受

簡單化的觀點，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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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各層次之間有向下的流淌、衝擊與下層對上層的向上蒸騰，但在台灣，向

上蒸騰的力量不及上層精英的引領，特別是政治、傳媒精英的主導性較為突

出。這種上下層的衝突、斷流、蒸騰的結果順É主流精英的意向走，而台獨意

識、「一邊一國」成為具衝擊力，或上下互動的主流與靈魂。台灣媒體除《聯合

報》、中廣新聞、《中央日報》外，其他媒體的「綠化」既是這種互動的結果，更

因其影響力而向上影響政治精英決策，向下又引領和強化民眾的「台獨」或所謂

「主體」的意識。事實上，由於陳的引領成功，導致民意的大幅度跟隨，甚至終

於迫使反對黨在「公投」、「一邊一國」、「台獨」等問題上也隨其起舞，並實質性

地接受其主張。立法院雖通過了泛藍版本的「公投法」，但留了一個口子，連戰

從兩岸平行發展論轉向接受「一邊一國」，王金平表示「獨立也是一個選項」。

確實已最終出現了陳自信地聲稱的「拿香跟我拜」狀況。民眾包括反對黨拿香跟

陳拜，顯示了台灣政治中的精英主導特性。

台灣政治結構和台灣作為新生民主社會的上述特性，促使陳水扁放棄其性

格與行為策略中妥協的一面，而張揚其個性中固有的另一面，即進攻性。陳水

扁早期學業上的突出成績，使其心理、性格與行為中具有自信、狂妄和進攻性

的傾向。他在擔任台北市議員時的質詢充滿攻擊性和挑釁性，而在其擔任「立

委」期間，則秉持「衝突、妥協、進步」原則。他認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輕易讓

步，一定要造成衝突，多數才會知道少數力量的可貴，迫使他們讓步。他曾向

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發起挑戰並取得成功。在本次大選中，他逐步放棄「新

中間路線」，改採進攻性路線，遵循的是「衝突、妥協、進步」原則，無論針對反

對黨，還是北京，都採取進攻性的、激發衝突的策略。尤其在兩岸關係上，他

採取的明顯是進兩步退一步的蠶食策略，抵制了「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識」，抵

制了「一國兩制」，最終走向「一邊一國」，在公投問題上先激進地觸碰大陸底線，

繼而退一步，但實質上因為通過了「公投法」，並留下了回旋的空間，而使他實

現了進一步的目標。他實質上迫使北京未來在與台北談判時，必須現實地接受

他所建構的談判平台，除非北京決意採取武力統一而放棄和平統一的策略。

三

無論上述影響陳水扁選舉行為的根源中哪一種因素作用更大，都必須現實

地看待陳的策略與行為所產生的效應，特別是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從選舉本身來看，選情一度出現了有利於陳水扁的變化。國親的支持度一

路下滑，陳、呂與連、宋的差距逐步縮小。由於陳引領民意，具主導優勢，對

手被動跟進，使陳、呂的支持率呈上升趨勢。由於泛藍基本盤比較大，實力

強，泛藍如果策略應對正確，陳未必獲勝。但從選舉行為及其效應看，陳能夠

將選情從絕望性差距拼至五五波，顯示了很大的成功。

陳水扁的選舉策略與行為，促使了民意中統獨意識的大調整。台灣主體意

識、台灣主權獨立意識與台灣主流價值渾然一體。統獨力量在經歷前些年相對

陳水扁認為一定要造

成衝突，才能迫使既

得利益者讓步。在兩

岸關係上，他明顯採

取「衝突、妥協、進

步」原則。在公投問題

上先激進地觸碰大陸

底線，繼而退一步，

但實質上因為通過了

「公投法」留下回旋空

間，使他實現了進一

步的目標。他實質上

迫使北京未來與台北

談判時，必須接受他

所建構的談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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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發展之後，經過此次選戰，已加速了力量的消長，獨派蠶食了更多的資

源與空間。「一邊一國」之建構基本成形，並處於持續擴張之中。民進黨對台灣

民意產生了引領與主導作用。泛藍即使勝選，與大陸談判時也將面臨強大阻

力，甚至可能在兩岸關係上不得不執行陳水扁的政治遺囑，以「一邊一國」作為

政策主軸。台灣各種政治力量與主流民意在統獨問題上將不再呈現截然分歧，

其區別僅在於策略考慮以及具體的路徑問題。如果陳水扁贏得選舉，在形式上

看對兩岸現狀未必有太大衝擊，但任何兩岸的接觸談判將很難在「一個中國」的

前提或框架下進行。台灣島內將不再有明顯的統獨分歧，中國國民黨將被迫「去

中國化」，真正成為本土政黨。兩岸談判必須在承認實質主權對等基礎上進行。

兩岸改善關係的空間仍然會存在，陳是一個可以搖擺與妥協之人，但其談判的

基點將不能建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必須尋找新的雙方可以模糊接受的灰色

地帶，包括所謂的中程協議也應在考慮範圍。

經此選舉活動，由於台獨勢力對大陸的「妖魔化」和進行「主體建構」，「一國

兩制」在台灣不僅沒有號召力，而且將基本上被拒絕。此一訴求無以引領台灣民

意。台獨勢力接受建構主義的理論，認為觀念與認同是可以建構的。也就是

說，台灣獨立意識，對台灣的「國家認同」都是可以重新建構起來的。事實上，

台獨勢力通過「台灣生命共同體」、「兩國論」、「一邊一國」等，逐步在建構新的

民族和國家認同，並已取得效果。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

例已大幅度下降，認為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則大幅上升。中國的和平統

一面臨更大挑戰。

在正常的民主社會中，「對外關係」問題仍然是一個政策基本面的問題，競

爭雙方只是宣稱自己而非對手的政策能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在台灣，對大陸

的關係卻被標籤為「愛台」與「賣台」的問題，即是否「出賣」「國家利益」的問題。

可見，在台灣選舉中，由於「國家認同」和統獨問題的存在，「對外關係」，特別

是兩岸關係問題，已超越了政策基本面而成為一個獨立變量。在實質解決「國家

認同」和統獨問題之前，這一問題將會一再誘惑台灣政客去操縱相關議題以獲取

更多政治資源。當然，其有效性也須在一定的限度內，超越了此一限度，在內

外壓力下，最終可能會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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